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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、价值中立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叙事*

◎ 梁 莹

内容提要 “价值”与“价值中立”在公民文化理论漫长的成长道路中一直是其研究

领域中争论的焦点。从古希腊开始，公民文化研究就以倡导公共生活的价值与理想为自

己的宗旨。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，公民文化的价值与精神理念得到了更多近代学者的偏

爱。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，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当中，

公民文化研究被要求“祛除价值”，逐渐走向“价值中立”，公民文化研究也陷入低谷。当

代，随着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，价值实现了复归，公民文化研究也逐渐回潮，并且与公民

社会、宪政制度、法治精神等紧密结合，使得公民文化理论的价值体系和知识形态逐渐成

长，并日益成熟。相对于西方公民文化研究而言，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

段，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拓展，而“价值”与“价值中立”的融合则是中国公民文化理论

成长的理想归宿和发展趋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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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公民文化演变的历史表明，公民文化从

古希腊、罗马时期就开始孕育、生成，伴随着城市

的兴起，则衍生了近代公民文化。古希腊、罗马时

期的先哲及后来的霍布斯等人，对公民文化理论

的阐发较多的掺杂在他们的政治或伦理思想著作

之中，并没有专门系统的公民文化理论研究。美

国政治学家 G·A·阿尔蒙德和西德尼·维伯，在
1956 年开创了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公民文

化研究。然而在行为主义遭到批判之时，阿尔蒙

德的公民文化理论也被诸多学者质疑。在政治哲

学复兴的过程之中，80 年代公民文化理论也再次

复兴。此时的公民文化理论研究，虽然有着各自

的知识基础和价值立场，各个流派的观点主张也

不一样。但是，自由、平等、法治、民主等仍然是当

代公民文化理论的内核和基础，只是这些基本价

值原则已被赋予了当代意义。

一、价值:传统公民文化的固有基因

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时代开始，公共生活的价

值与理想就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探讨和追求的目标，

他们对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丛林状态深恶痛绝，积

极寻求一种每个“公民”自由发展，整个社会共同繁

* 基金项目: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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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研究”( 项目
批准号: 09YJC810022) 的阶段性成果。同时本文受江苏省“青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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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的美好生活。他们将这种美好生活的实现归于政

治实践，因为“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”已经根植于他

们的理念当中。因此，公共利益成了古希腊公共管

理理论和实践中最基本的价值规约。带着对公共利

益实现方式的思考和人类追求至善生活的价值关

怀，古希腊人开始设计自己的政体形式，试图将这种

美好的价值理念转化成为政治实践。“只有那些追

求公共利益的‘善治’政体，才是‘正宗’的政体形

式; 而那些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‘腐败’政体，则

只能定义为‘变态’的政体形式。”①他们为防止政体

的“变态”，而诉诸于公民美德，通过教化和培养将

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作为公民的优先价值选择。因

此，培养有道德的公民也是古希腊公共管理理论研

究和社会实践方面的重要任务。到了古罗马，人们

不仅把公共利益作为人类政治实践或公共管理的价

值导向，而且还尤其强调民主与共和的价值重要性。

“一个政治体系若在‘公法’和‘公益’的基础上聚合

民众，并将国家当做一项‘人民之事业’来实施治

理，便可称为共和国。”②国家属于全体公民，国家公

共权力体系向全体公民开放，公民应该在实现公共

利益的基础上参与国家治理等公共管理思想，无疑

蕴含着价值因素之于人类公共管理活动的导向作

用，更体现了价值对于人类政治实践的重要性。总

之，“古希腊、罗马的政治机器之所以能够良性运

作，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，城邦或共和国不是若干孤

立个人的原子式集合，而是一个群体本位的生命归

属系统。”③我们发现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，他

们对于公共利益或是民主共和价值的追求，在终极

的实现主体上都归结于一种特殊的“人”———公民。

对于公民群体的培养和公民文化的关注，成为他们

公共管理方面相一致的地方。

西方国家的历史表明，早在古希腊时期，公民

文化就开始孕育、生成。自治共同体为公民文化

的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，城邦制度寄托着公民

生活的终极诉求与精神归宿，公民养成了参政意

识、责任意识、集体观念与爱国主义最高道德规

范，实现了公民与城邦的合二为一，构成了既是统

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复合角色。整体主义精神贯

穿了这一时期城邦的社会生活，直接民主制甚至

“轮番为治”是古希腊城邦民主生活的普遍形式。

“当一个城邦依据平等原则，由相同身份的人组成

政治体系时，公民则自然认为他们大家应该轮流

执掌治理的职司( 治理的职司主要是致力于被统

治者的利益，所以这些义务应该由大众轮流分担，

而统治者作为公民团体中的一员，也附带地获得

共同的利益) 。这原来是一个合乎自然的制

度。”④在这种城邦民主制中，“希腊人首次真正展

示了公民理想和实践的内涵。因为他们把上述抽

象思考能力与参与公共生活是人格充分和适当发

展的必不可少的信念结合了起来。”⑤民主与爱国

主义是古希腊人城邦观念的主线，其城邦生活也

更多的是一种公民积极参与和自我管理的生活，

整体主义精神成了古典公民文化的核心价值，这

种整体主义精神支撑了古典城邦的民主与法治模

式。

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，许多学者对公民文化的

价值与精神理念极为偏爱。城市的复兴为公民文化

的成长提供了机遇，市民文化伴随着城市文明的进

程而悄然前行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公民文化的蔓延。

“3R”运动，即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运

动，将中世纪末期兴起的城市公民社会精神，即自由

平等、民主自治、权利以及契约等，带入了一个新的

天地。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

展，近代意义上的以民主、自由与平等为表征的公民

文化被塑造出来，而霍布斯则从理论层面开启了公

民文化的研究，霍布斯认为，“自然状态”普遍存在

于文明国家诞生之前，在“自然状态”中，每个人都

是独立和平等的，基于人性的自私，每个人都只顾着

保全自己。于是，当每个人的愿望和利益不能同时

实现时，他们就会相互敌视，从而陷入“每个人对每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［古希腊］亚里士多德: 《政治学》，吴寿彭译，商务印书
馆，1995 年，第 132 － 134 页。
［古罗马］西塞罗: 《论共和国、论法律》，王焕生译，中国

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39 页。
［美］麦金泰尔:《德性之后》，龚群等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

版社，1995 年，第 196 页。
［古希腊］亚里士多德: 《政治学》，吴寿彭译，商务印书

馆，1981 年，第 10 页。
Derek Heater， Citizenship: The Civic Ideal in World

History，Politics and Education，1990，p． 2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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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的战争状态”。人们为了安定与和谐的生活，

便同意履行一种简单易行的和平条件，这种和平条

件就是依靠理性力量来约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，霍

布斯称它为“自然律”。他说，“自然律是理性所发

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。这种诫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

们去作毁损自己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

事情。”①霍布斯指出，国家的本质用一个定义来说，

“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、每个人都对它的行

为授权，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

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

格”。②据此，古典理想中的“政治”公民和“法律”公

民就开始走向“契约”公民。尽管公民文化的个人

主义精神被霍布斯所倡导的国家主义导向所限制，

公民的自由程度也“是用公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要

求来衡量的”，③但是，“契约”公民的诞生具有开创

性意义，“契约”公民的出现将民主契约、平等自由

的民主精神融入公民文化中来，最初的现代性公民

精神开始形成。

公民文化研究的价值尽管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

定，但是，古希腊、罗马时期的先哲及后来的霍布斯

等人，对公民文化理论的阐发较多的掺杂在他们的

政治或伦理思想著作之中，并没有专门系统的公民

文化理论研究。美国政治学家 G·A·阿尔蒙德和

西德尼·维伯，在 1956 年开创了作为一个独立的理

论体系的公民文化研究。阿尔蒙德和维伯运用行为

分析方法，采用民意调查的手段，系统研究和分析美

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国民的政治态

度，并于 1963 年出版《公民文化———五国的政治态

度和民主》一书，该书为公民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

概念和理论框架，因此被视为当代公民文化研究的

经典之作。阿尔蒙德在其《比较政治系统》提出:

“政治文化的概念并不与政治系统与政治社会的概

念重合，政治文化的界限要超越政治系统。政治文

化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，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却有自

己的独立权”。④ 此后，许多政治学者逐渐开始系统

的公民文化研究，他们通过抽样调查、深度访谈、数

据统计分析等定量分析技术开展更加全面而系统的

比较政治学研究。在 20 世纪 60 － 70 年代，公民文

化研究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，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

面为跨国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

当代公民文化研究则呈现出知识基础和价值立场各

异的诸多流派和各家观点。

二、行为主义政治学、价值中立与公民

文化发展的式微

20 世纪初，行为主义政治学理论产生并初步发

展。二战以后，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得以全面发展，

并一度主导了整个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。注重方

法的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贯主张，它将政治

过程与人们的行为联系起来，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

分析，建设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，行为主义政治

学试图通过科学性的规范研究，从而把握人类行为

的动向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，行为主义政治学进一步

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。一时间，行为主义政治

学风靡一时，诸多分支研究领域与分析方法都纷纷

诞生。这些新理论新学科尽管各不相同，但是，它们

的哲学基础均可以追溯到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当代实

证主义，行为主义学者的基本学术观念则是价值中

立。正如达尔所言，行为主义的后果之一，就是恢复

了社会科学中某些统一性，使政治研究逐渐同现代

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和经济学中的理论、方法、发

现和看法紧密结合起来。⑤

伍德罗·威尔逊的政治———行政二分法和马

克斯·韦伯的官僚制是传统公共管理的思想根

基。1887 年，威尔逊发表了《行政学研究》一文，

它是基于“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，使政府的事务减

少一些不成体统的样子，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

机构，并使其各种职责都获得尽责的美名”⑥的初

衷而发表的，该文被视为公共行政学科的开山之

作。随后，韦伯将行政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时代的

①

③

④

⑤

⑥

② ［英］霍布斯: 《利维坦》，黎思复、黎廷弼译，商务印刷
馆，1985 年，第 97、132 页。
［英］霍布斯: 《论公民》，应星、冯克利译，贵州人民出版

社，2003 年，第 142 页。
Gabriel，A．，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，Journal of

Politics，1956，vol． 18，no． 3，p． 396．
［美］古尔德、瑟斯比: 《现代政治思想》，商务印书馆，

1985 年，第 162 页。
［美］威尔逊:《行政学之研究》，《国外政治学》1987 年

第 6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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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潮，他进一步发展出了著名的官僚制理论和价

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。“自从韦伯首次提

出价值中立，大批的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都将其

视为一种科学界的真理存在而加以遵从。”①而批

评的声音也从不缺乏，有批评者指出对于价值中

立的呼唤将危及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。“因

此，对于韦伯价值中立的讨论集中于是否应该保

持价值中立与价值中立的意义是什么。”②无疑体

现了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的价值两难。

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价

值观方面有一种不期而同的默契。行为政治学

将在实证逻辑主义的基础上借用自然科学的研

究方法论，并将其运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之中，

力图实现公共管理的学科化，而价值中立原则便

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原则之一。西蒙在
《行政行为》一书中对于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在公

共管理中的研究做出了深刻分析，西蒙曾坦言:

“我无意提供一系列的行政原则与行政性组织，

我只想提供一种真正能够解释公共行政的方法

……”。西蒙的理论不仅仅提供了一种公共行政

理论，而且也产生了一种基于逻辑实证主义至上

的新行为主义。③ 在后来的公共管理研究中，韦

伯的科层管理制进一步推进了行为主义中“价值

中立”原则的运用，并使其成为价值中立原则的

经典典范。传统公共行政的“效率至上”原则和

官僚制理论所提倡的本精神和价值，维系并推动

着资本主义政府组织的运转。“韦伯的‘效率’

概念并不是指某种单个的特征，而是指各种价值

的综合，包括执行的质量( 如速度和可预期性) ，

范围的扩张和运作的成本效益。在韦伯的观点

中，这些是满足现代大规模工业社会庞杂的行政

管理所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所要求的特征，这种

行政管理体制不是为了满足与自然节奏和狭隘

的精英政治相适应的地方经济的需要。”④据此，

在官僚制组织中 ，遵循法规与制度的要求，摈弃

工作者个人的感情好恶，是公共行政人员的工作

行为以及人员间的工作关系所必须依照的铁律。

传统公共治理一直坚持并实践着这种“价值中

立”的价值观，正如 Bahm 所说: “对于行政研究

来说，科学是或者应该是完全价值中立的，科学

研究的态度应该是让事实来决定研究的结

果。”⑤

在这一段时间内，受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，加

之公共行政学与生俱来的“价值中立”的立场要求，

价值这一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所关注的问题逐

渐淡出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，并且被公共管理的实

践活动所严格践行。“效率至上”的原则要求也使

得“公共利益”、“公平正义”、“民主参与”等传统公

民文化一直关照的内涵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渐淡化。

然而，价值关怀之于公共管理的重要性，以及公民文

化之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性，决定了这种“价值

中立”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立场和传统的以“效率”为

最高目标的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短命，价值和公民文

化被压抑的情况伴随着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传统公

共行政理论的批判而逐渐改变。随之而来的是 70

年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崛起，政治学者对于价值、意识

形态与道德的研究尤为热衷，行为主义所推崇的

“价值中立”开始遭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批判。

其实，从 60 年代末开始，阿尔蒙德和维伯的公民文

化研究方法就开始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。如伍林、

麦金泰尔和泰勒等都纷纷著文对于阿尔蒙德为首的

公民文化研究发起质疑与批评。

三、政治哲学复兴、价值的复归与公民

文化的成长叙事

在 20 世纪的风云变幻中，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

开始受到政治学家们的关注。有两位政治哲学家在

政治哲学复兴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一位是

一直致力于政治哲学研究的施特劳斯，他认为:“政

治科学家应该研究政治，而且政治科学家应该寻求

①

③

④

⑤

② Jay，A． Ciaffa，Max Weber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－
free Social Science: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Werturteilsstreit，
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，1998，p． 13．

Simon，H． ，A． ，Administrative Behavior: A Study of
Decision － making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，New
York: Free Press，1976，pp． xiv － xvi．
［英］戴维·毕瑟姆: 《官僚制》，韩志明、张毅译，吉林

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7 页。
Bahm，A． J． ， Science is not Value － free， Policy

Science，1971，vol． 2，no． 4，p． 391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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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合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，并不是追求表面上的科

学性认识论范式”。① 因此，施特劳斯认为真正的政

治学应该追求立足于自己的方法论实践，而不是单

纯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论。罗尔斯是另一位在政治

哲学复兴过程中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政治哲学家。行

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在整个五六十年代都处于鼎盛

时期，整个政治哲学研究出于对政治价值的否定，处

于低迷状态。深受资本主义自身特有的内在矛盾的

影响和制约，资本主义社会冲突永无不息，战火连绵

不断。经济危机、通货膨胀、种族歧视、民权运动、女

权运动、贫困问题、抵制越战的浪潮、学生造反……

等种种危机频频出现。高频率的社会危机威胁着人

们的生产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，进而引起人们对社

会正义问题的强烈反思和重点关注。在这种背景

下，1971 年，罗尔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《正义论》。

他的著作对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贡献意义不容

忽视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，现代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

的研究议程设定深深地打着罗尔斯正义论的烙

印。② 此后，正义、公平等政治价值重新走进了政治

学家们的研究视阈。继罗尔斯之后，诺齐克在其政

治哲学代表作《无政府、国家与乌托邦》中从政治哲

学角度探讨国家应该管理什么，即最理想的政府职

能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，这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广泛

的反响和讨论，美国学术界称之为后实证时期政治

理论的复兴。③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，行为主义政治

学的纯科学与“价值中立”主张在实践中开始面临

全面挑战。

在政治学方面，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，政治文化

理论在 80 年代也再次复兴。在学术界，一直占主流

地位的理性选择理论陷入了困境，并表现出了向政

治文化取向倾斜的趋势; 非经济因素在国家决策中

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凸现出来，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

逐渐走向衰落。此番种种引起了政治学研究领域的

重大变化，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、政府治理和制度转

型中的作用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。政治文化理论在
80 年代中期开始复兴，80 年代末逐步推进，90 年代

以后则走向繁荣。英格尔哈特在 1998 年的《政治文

化复兴》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政治文化复兴的概念，

对理性选择模式中贬低文化因素在实际政治生活中

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反思，认为文化因素在政治学

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中具有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重

要作用，这种作用正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。80 年

代末，亨廷顿、派伊等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，

都陆续出版和发表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和文

章。据此，瓦尔达于 1989 年宣称:“政治文化眼下正

在复兴”，而阿尔蒙德则称之为“政治文化的回归”。

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之时，一大批关于政治文

化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，从而标志着政治文化的复

兴基本完成。在这些研究成果中，亨廷顿、帕特南与

李普塞特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后来都成为相关研究的

经典之作。如戴蒙德的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

民主》，④这本著作中考察了印度、墨西哥、东欧国

家、土耳其、拉丁美洲以及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过程以

及政治文化特征。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学者对于政

治文化的研究与关注，正如 Baker 在 1988 年所说:

“尽管对于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争议较多，但是事实

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、常用的词汇”。而且，Si-

bery将政治文化的研究称为一项伟大的事业。⑤

与此同时，“价值”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也实现了

复归。鉴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，

新公共行政学派提出了一系列“应然”的价值观要

求，怀着终极伦理关怀的初衷，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

展开了激烈的批判。新公共行政学的“应然”价值

观为现代治理提供了新的营养元素，促成了“价值”

在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复归。⑥“非常明确的是，

先前更多的人想要更少的政府管理，而在 20 世纪
70 年代之后，公民希望政府的决策更多关注公民权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Barber，B． R．，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Science: “value －
free” Theory and the Wolin － Strauss Dust － up of 1963，The
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，2006，vol． 100，no． 4，p． 539．

Weithman，P． John Rawls，A Remembrance，The Review of
Politics，2003，vol． 65，no． 1，p． 5．
叶娟丽:《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》，武汉大学出版

社，2005 年，第 55 页。
L． Diamond，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

Countries，p． 12; M． Thompson，Culture Matters: Essays in Honor of
Aaron Wildavsky，Boulder: Westvuew Press ，1996，pp． 10 － 11．

Ronald，P． F．，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，The
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，2001，vol． 31，no． 3，p． 393．
梁莹:《公共管理研究方法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10 年，

第 28 页。



2012 年第 2 期

172

利、儿童权利等……。”①弗雷德里克森提出: “在
1968 年，不平等与不公正十分普遍，建立于美国宪

法至上的政府没有实现其诺言……为了修正这种思

想与实践中的不平等，我提出社会公平理论，并将其

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核心支柱，将其置于与经济

与效率同等重要的地位。”②纵观公共管理的发展历

史，从一开始的向善价值取向，到之后的“价值中

立”，再到新公共行政学时期“价值”研究的复归，而

当代公共管理则逐渐走向了“价值”与“价值中立”

的融合。

“价值”的复归，使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把自己

的关注焦点从技术和方法的科学理性桎梏中解脱出

来，培养符合现代民主精神的公民文化成为两者共

同关注的问题。维伯认为:“二战以后，在一定程度

上来说，政治文化的研究为政治学提供了合法性的

保障。”③罗伯特·达尔把“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

化”④作为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三个关键性条件之

一。Macridis提出，对于政治文化的理解能够帮助

我们估计政府功能实现的方式，也能使我们认识到

哪些因素影响政府功能。⑤ Beer也同样认为:“对于

政治文化来说，其包含价值、信仰与感情的态度”。⑥

我们发现，公民文化不仅是政治学理论研究所不可

缺少的重要部分，而且也会制约着公共管理实践的

发展。阿尔蒙德作为公民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，曾

对于公民文化研究做出系统论析，但是，他们都是从

价值的视角对公民文化作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研

究。

阿尔蒙德与维伯提出: “支持公民文化的价值

与态度将直接影响公民、国家制度的关系与公民之

间的关系，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应该涵盖一系列信

仰、态度、标准、观念等等”。⑦ 维尔达夫斯基基于玛

丽·道格拉斯的网群理论，进一步阐释和发展，使网

群理论成为“道格拉斯———维尔达夫斯基网群理

论。维尔达夫斯基的公民文化理论认为，文化是使

各种竞争的生活方式具有合理性的信仰和价值。⑧

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是建立在“积极参与”这一公

民共和主义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基础之上的，并和

她的“公共领域”观紧密相连。她认为，只有参与政

治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、理想的人，只有积极地参与

行动才是理想的行动，而实现这种积极参与的理想

场域就是她一直所研究的“公共领域”。哈贝马斯
将公共领域置于其程序性理论的重要地位，“公共
领域是一个分散性的、范围广泛的、话语性的网络，

在公共领域中，通过大众媒介的联系，普通公民形成

自己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案”。⑨“公共领域观点试图
代替专家协商成为民主治理合法性的根基”。瑏瑠“一
种公民文化由公民的心理态度构成，其致力于在治

理过程中实现发展积极的公民身份，并且将实现政

治制度之间的合法性共识作为重要目标。同时，公
民文化也将容忍多元主义的价值诉求，极力促进政

治能力的提升与对于公民身份的信任”。瑏瑡 总之，政
治哲学的复兴和“价值”在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领
域的复归，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文化的研究和发展。

四、公民文化成长的漫长之路:

现实关照与未来前瞻

我们正在步入全球化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全新的

时代。对于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系统的演变来说，准

①

②

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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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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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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瑏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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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地对每个阶段都进行预测是十分困难的。“新的

发展在不断加速与积累，而原来的趋势却仍在发挥

作用甚至看上去异常繁荣。然而，无可置疑的是，西

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系统近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

化，”①而且公共管理未来的发展必将给我们带来无

限的遐想与惊喜。信息化和全球化将中国社会带入

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，它要求传统文化的转型

和人自身的现代化，进而确立一种新的公民文化精

神和公民文化模式，以支撑新社会机制的运行。与

西方相比，中国公民文化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，80

年代以前国内几乎没有学者对公民文化问题进行研

究。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受西方行为主义

政治学的影响，我国学者闵琦、张明澍从实证调查的

角度来研究公民文化问题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

型的问卷调查，但是由于当时的各种限制，这两项大

型的调查都有很多的缺陷，比如抽样过程不是很严

格和科学，统计分析方面过于肤浅，而问卷中设计的

问题则过于笼统和晦涩，不利于公民回答等等。从

总体而言，与政治文化研究相比，当代中国公民文化

研究显得相当的“门庭冷落”，目前国内只有三本专

著: 即黄湘莲著的《公民文化论》，台湾学者吕宗麟

著的《当代公民文化———宪法与公民教育》与刘雪

松著的《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》，然而这三本专著均

属于纯理论研究。另外我国学者马振清、李萍、陈义

平等也对公民文化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，他们虽

然没有直接对公民文化问题进行研究，但也涉及了

与公民文化相关的公民政治社会化、公民的观念与

行为等问题，这些学者的学术成果对于公民文化研

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。然而，从总体而言，国内学

者对公民文化的学术研究缺乏系统性，没有严格区

分“公民文化”与“政治文化”，主要的研究焦点仍局

限于有关公民政治心理、公民的民主与法治等意识

的调查和分析、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以及公民教育

问题等。②

概而言之，不论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，还是从实

证研究的视角，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研究将公民文化

从政治文化中分离出来，并围绕公民文化的理论、今

后发展趋势以及建设措施等方面进行的系统研究仍

处于起步阶段，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拓展，而“价

值”与“价值中立”的融合则是中国公民文化理论成

长的理想归宿和发展趋向。在“价值”与“价值中

立”融合的导向下，必须在充分考察西方政治文化

语境与进行深入可行性分析之后，才能进行我国传

统文化的现代转型，并且确立公民的权利观念和公

共精神，为全球化树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基础，

“在这个基础上，全世界人民可以管理他们的相互

依存关系，制定、展开和落实新的规则，为我们共同

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个灵魂，一种意义，一些规则，

一种公平和一种前途。”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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